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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以安徽省 61 个县(市)为例，通过构建乡村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法和地理探测器，揭示了

安徽省生产发展功能、生活保障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10—2018年，

安徽省各功能指数均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中生活保障功能的上升速度最快。(2)安徽省乡村地域的功能类型以生产

主导型和生活—生态并重型为主，缺乏强综合型。(3)整体上来看，自然环境因素对安徽省乡村地域各功能的影响

强度大于社会环境因素，但影响强度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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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农村是一个以农产品生产为主要功能的地域空间[1]。1992年，《21世纪议程》首次提出“多功能农业”理论[2]，

指出农村除了农业生产功能外，还具备可再生资源管理，提供生态服务和美丽宜人的环境，保护文化和生物多样性等多元功能[3]。

20世纪 90年代末，欧盟把多功能农业作为应对欧洲农村空间转型的发展方向[4]，并迅速扩展到其他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趋势与

快速城市化冲击下，我国乡村地域功能也发生了由单一的农产品生产逐渐向生产发展、生活保障、生态保育等多功能复合模式

的转变[5]。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价值[6]。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围绕“乡村地域功能”展开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国外研究起步较早，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明晰乡村地

域多功能内涵[7]，探讨各功能转化的演化过程及动力机制[8]，剖析各功能间的作用关系 3个方面[9]。国内学者研究虽然起步较晚，

但是研究成果颇丰。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学者聚焦于乡村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10]、功能类型划分及影响机制研究[11-13]，而针

对乡村功能调控路径的研究则较为薄弱[14,15]。从研究方法看，通过构建乡村多功能指数评价模型[16-18]，辅以基尼系数[14]、耦合协

调度模型等方法[19]分析乡村地域各项功能值大小及其分布集中度、协调程度的方法较为常见。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地

理探测器[16]和空间自相关[12]也被用于乡村地域功能影响因素的探测。从研究尺度来看，相关研究多聚焦于流域、经济带、城市

群和发达省市等，而乡镇、村域微观尺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22-24]。随着对乡村多功能认识的深入，乡村地域功能的研究也逐渐由

“静态”逐渐转向“动态”，其中利用长时序数据揭示乡村多功能变化趋势成为研究热点。 

基于此，本文以安徽省 61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借助 2010年、2014年、2018年共 3期面板数据，综合已有的研究与区

域特征，从生产发展、生活保障和生态保育 3 个方面构建了乡村多功能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空间分析法探讨了安徽省乡村地

                                                        
1
作者简介：杨佳(1997-)，女，安徽省芜湖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与人文地理。 

陆林(1962-)，男，安徽省芜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旅游引导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演化的过程、格局和机制”(编号:41930644) 



 

 2 

域多功能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优化安徽省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空间布局，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位于长江与淮河的中下游，地跨淮河、长江、钱塘江三大水系，介于 114°54'E—119°37'E、29°4'N—34°38'N

之间，总面积 14.01万 km2，下辖 16个地级市。2012年 9月，安徽省政府颁布《安徽省美好乡村规划(2012—2020)》，指出要根

据各地自然资源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策略。 

1.2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 2011年、2015年、2019年《安徽省统计年鉴》、各县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气温、降水和高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Default.aspx)，旅游景

点数据来源于安徽省文化与旅游厅发布的《安徽省 A级旅游景区名录》。对部分缺失数据，以相邻年份数据作为补充[11]。 

1.3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新时代”的乡村是一个多维的综合复杂系统，不仅具有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还复合有文旅休闲等多种功能[25]。

本文主要从生产发展、生活保障、生态保育方面构建了安徽省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13]
，包括 3个子系统和 12个评价指

标。 

1.4研究方法 

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不同指标的量纲和单位不同，为了消除量纲和量纲单位差异带来的不可公度性，将评价指标的原始数

据进行标准化处理[26]。本文主要采用以下方法[27]进行指标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负向指标: 

 

式中，Yij为第 i个地区第 j项指标的标准化值;Xij为第 i个地区第 j项指标值;Xmax为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Xmin为第 j项指标

的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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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指标权重:熵值法是利用多指标决策问题各指标下各方案指标值提供的信息熵来确定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28]。利用熵

值法计算各指标值的权重，具体计算步骤为: 

(1)计算第 j项指标下第 i个地区占该指标的比重。 

 

(2)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3)计算信息熵的冗余度。 

 

(4)计算各项指标的权值。 

 

评价模型:在进行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和权重计算之后，把各指标的权重与其标准化值相乘并进行加权求和，由此计算安徽

省各地域单元的乡村功能评价值。计算公式为: 

 

地域单元的功能类型识别:根据谭雪兰、安悦、蒋凌宵等对优势主导功能的划分方法识别各地域单元的优势主导功能[12]，计

算公式为: 

 

式中，Cj为各地域单元第 j项功能的指标评价与该项功能平均值的差值。如 Cj>0，则该功能为优势主导功能;若 Cj≤0，则表

示该功能为非优势主导功能。 

确定安徽省各地域单元的功能类型:如果某地域单元的优势功能数量为 0 个，则识别为弱综合型;如果有 1 个优势功能，则

依据优势功能类型定义为单功能主导型，分为生产主导型、生活主导型和生态主导型 3种类型;如果优势功能数量有 2个，则定

义为双功能并重型，分为生产—生活型、生产—生态型、生活—生态型 3种;如果优势功能数量有 3个，则定义为强综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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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作为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可用来探测空间分异性，揭示其背后的驱动因子[29]。其中，因子探测可

识别其影响因子，核心思想是比较某一环境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在空间上是否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如果环境因素和地理事物

的变化在空间上具有一致性，则说明这种环境因素对地理事物的发生和发展起到决定作用
[30]

。本文运用因子探测识别自然环境

和社会环境因素对安徽省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qDU为影响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影响力探测指标，其值范围在[0,1]之间。若 qDU=0，则表明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

异不受影响因素的驱动。qDU值越大，说明影响因素对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分异的影响就越大。 

2 结果及分析 

本文利用 ArcGIS10.3 软件，将安徽省 61 个县(市)乡村地域生产发展功能、生活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和多功能指数按

照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划分为低值区、较低值区、中值区、较高值区、高值区 5个等级。 

2.1多功能时空变化格局 

2010—2018 年，安徽省乡村地域多功能逐年增强，总体上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态势，高值区和较高值区的数量

在不断增多，且分布较为集中(图 1)。 

 

图 1安徽省乡村地域多功能指数 

2010 年，安徽省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偏弱，指标值介于 1.1921—1.4679 之间，均值为 1.2806。高值区缺失，中值区和较

高值区各有 1个，分别是石台县和祁门县，较低值区和低值区共计 59 个，几乎覆盖安徽省全境。2014 年与 2010 年相比，安徽

省乡村地域多功能有所增强，但整体上仍处于较弱水平，指标值介于 1.2705-1.5733 之间，均值为 1.3833。低值区的地域单元

数量大幅减少，由 2010 年的 55 个减少到 31 个，且集中分布在淮河以北和皖西地区;高值区和较高值区以黄山市、池州市和宣

城市南部为集聚中心，其地域单元占研究区县(市)总数的 15%，中值区分布零散。2018 年，安徽省乡村地域多功能指标值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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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53—1.6003之间，均值为 1.4344，较 2010年、2014年多功能程度明显增强。低值区和较低值区的地域单元数量较 2010年

减少了 33个，多聚集于安庆市、马鞍山市和淮河以北地区;中值区的地域单元数量约占研究区总数的 33%，以合肥、滁州和蚌埠

3个地级市为分布中心;高值区和较高值区的地域单元共有 15个，集中分布在安徽省的西南部。 

2.2生产发展功能时空变化格局 

2010—2018 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产发展功能增强趋势较微弱，总体上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高值区和较高值区虽

然逐年增多，但是增幅较小，中值区、低值区和较低值区的数量表现为明显的此起彼落(图 2)。 

 

图 2安徽省乡村地域生产发展功能指数 

2010 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产发展功能指数均值为 1.1229，低值区和较低值区占研究区总数的 66%，中值区次之，占总数的

28%，缺失高值区。低值区和较低值区集中在安徽省西南部地区，中值区则聚集在东北部地区，说明该省乡村地域生产发展功能

分布区域性显著。2014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产发展功能显著增强，生产发展功能指数均值为 1.3075，高值区显现，中值区冲

击着低值区和较低值区的主体地位，且逐渐向西南地区延展。首次出现的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怀远、定远、固镇和五河 4 个县，

中值区增加至 22 个，多分布于安徽省西北部，部分在安庆市南部和马鞍山聚集，而低值区和较低值区减少到 23 个，分布区仍

以西南山区为主。2018 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产功能较 2014 年变化较小，各值区域分布较稳定。2014—2018 年高值区仅增加

了 1个，新增生产发展功能高值区位于淮南市寿县;中值区、低值区和较低值区在数量和空间分布上较 2014年变化微弱。 

2.3生活保障功能时空变化格局 

2010—2018 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活保障功能增势由缓转强，总体上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态势，与生产发展功能的分

布态势相反(图 3)。 

2010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活保障功能指数均值为 1.1449，其中 96.72%的县(市)属于低值区，仅有宁国市和祁门县 2个地域

单元属于较低值区。2014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活保障功能指数均值增加了 0.1794，但整体水平仍较弱，低值区数量减少但仍

占据主体地位;较低值区增加了 18个，且较均匀分散分布于安徽省全境;新增的 1个高值区分布在黄山市祁门县，皖南地区中值

区、较高值区和高值区集聚，该区域生活保障功能平均水平明显高于安徽省的平均水平。2018 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活保障功

能指数均值为 1.4364，高值区和较高值区占据主体地位，乡村地域生活保障功能区域差异悬殊，高值区和较高值区约占研究区

的 43%，连片分布在该省的东南部地区;低值区和较低值区占研究区总数的 34%，主要分布在以阜南县、寿县、凤阳县等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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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淮河以北地区。 

 

图 3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活保障功能指数 

2.4生态保育功能空间格局 

2010—2018 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功能的增势较生产发展功能与生活保障功能而言是最微弱的，低值区和较低值区

与高值区和较高值区呈对角分布。即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功能空间格局呈“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态势(图 4)。 

 

图 4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功能指数 

2010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功能指数均值为 1.4672，低值区和较低值区数量优势突出，占总数的 59.02%，较集中分布

在皖中地区东部和皖北地区;高值区和较高值区仅 12 个，集聚分布在宣城市、黄山市和池州市;中值区共计 13 个，多分布于安

庆市。2014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功能略微增强，但低值区和较低值区仍占据主体地位。相较 2010年，低值区锐减，由

20个减少到 5个，包括砀山、固镇、定远、当涂县、芜湖县等地域;较低值区比重仍较大，占研究区总数的 43%，集中分布在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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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和合肥西部;中值区、高值区和较高值区在森林资源丰富的皖西和皖南山区集聚。2018年，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功能

较 2014 年变化微弱，高值区和较高值区与低值和较低值区数量势均力敌，分别在安徽省南部和北部集聚，在 2010 年、2014 年

基础上，高值区和较高值区稳定占据安徽省南部地区，并形成“黄山—宣城”高值核心聚集区。 

2.5乡村地域功能类型的时空演化格局 

对安徽省 2010 年、2014 年、2018 年 3 个年份乡村地域功能进行类型划分，共分为 8 个组合类型，即弱综合型、生产功能

主导型、生活功能主导型、生态功能主导型、生产—生活功能并重型、生产—生态功能并重型、生活—生态功能并重型和强综

合型(图 5)。2010 年，安徽省乡村地域功能类型以生产功能主导型和生活—生态功能并重型为主，两类型占比高达 55.74%，其

次是弱综合型，占安徽省地域单元总数的 18%。其中，生产功能主导型地域单元较集中分布于淮河以北地区，尤其是淮南、蚌埠

等地;生活—生态功能并重型地域单元占研究区总数的 28%，其分布区与生产功能主导型相反，集中分布在皖南地区的黄山、宣

城和池州 3个地级市中;弱综合型地域单元的分布呈“小集聚、大分散”态势，阜阳市是分布较集中区域。2014年，安徽省乡村

地域功能类型发生显著变化，强综合型县域缺失，弱综合型减少，生产功能主导型和生活—生态功能并重型仍是主要地域功能

类型。弱综合型由 2010 年的 11 个减少至 7 个，减少区域多向生活、生产、生态主导型转换，县(市)功能类型明确。生产功能

主导型的地域单元增加了 3个，分别是肥西、来安和砀山，其多由生产—生活功能并重型转化而来;生活—生态功能并重型的地

域单元有 15 个，较 2010 年减少了 2个，减少的两县(市)均转变为生态功能主导型。2018 年，安徽省乡村地域功能类型在数量

占比变化不甚明显，但分布区域变化较为突出。2018年安徽省乡村地域功能类型较 2014年变化最大的是生产功能主导型，数量

较 2014年减少了 4个，减少的地域单元主要分布在合肥和芜湖 2个地级市中，以转化为生活主导型和生产—生活功能并重型为

主。弱综合型增加的地域单元主要由生产功能主导型和生活功能主导型转化而来，集中分布在阜阳西部地区和马鞍山西北部地

区;生活功能主导型增加的地域单元分布较为分散，主要由弱综合型和生产功能主导型转化而来;生活—生态功能并重型的地域

单元主要由生态主导型转化而来。 

 

3 乡村地域功能格局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地域是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功能分异也受到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16]。

综合已有研究，本文选取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2个维度，包括年均气温、年降水量、平均海拔、人均 GDP、人口密度、农业机械

总动力、城镇化率和 A级景点数量 8个因子[12,16]，定量探究了不同时期(2010年、2014年、2018年)各因素对安徽省乡村地域功

能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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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多功能影响因素分析 

从整体上来看，2010—2018 年影响安徽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格局分布的因子以自然环境因素为主，表明自然地理环境要

素是乡村地域多功能发展的基础。在自然环境因子中，年降水量一直居于主导的地位，2010 年、2014 年和 2018 年 3 个年份的

解释力均超过了 45%，体现在丰沛的降水量有助于农作物和苗木的生长，为开展农业生产生活活动提供了便利。此外，自然环境

因素中的平均海拔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影响因子大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 2010年 0.4098下降到 2018年的 0.3711，表明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海拔高程对生产生活的限制能力开始逐步下降。社会环境因子中城镇化率的影响因子最大且呈快速上升

趋势，从 2010 年的 0.1649 上升到 2018 年的 0.3790，成为影响安徽省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格局的次要影响因子。人均 GDP、A

级景点数量和人口密度等社会环境因子的影响力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3.2生产发展功能影响因素分析 

2010—2018 年，对安徽省乡村地域生产发展功能影响较大的因子以自然环境因素为主，其中平均海拔和年降水量的 q 值排

名在 3 个年份均处于靠前的位置，主要因为海拔高、地形崎岖，导致耕地资源较少，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进行生产，过多的降

水会引发洪涝灾害，对农作物的生产产生不可逆的影响。但平均海拔和年降水量影响因子的大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在一定程

度上说明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环境因子对安徽省乡村地域农业生产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在逐渐减

弱。同时，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农业生产机械化种植的推广，社会环境因子中的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影响因子从 2010年

的 0.3910增长到 2018年的 0.4213，并成为对安徽省乡村地域生产发展功能影响最大的因子。 

3.3生活保障功能影响因素分析 

2010—2018 年，与自然环境因素相比，社会环境因素对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活保障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更大。在社会环境因

素中，人均 GDP 和城镇化率一直排名靠前。随着时间的演变，社会环境因素中的 A 级景点数量和人口密度的 q 值逐年上升，排

序逐渐靠前。在自然环境因素中，年降水量和平均海拔的 q 值逐年下降且排序逐渐靠后，其中年降水量的 q 值下降幅度最大，

从 2010年的 0.4583下降到 2018年的 0.1470。说明随着时间的发展，社会环境因素对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活保障功能的影响越来

越大，而自然环境对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活保障功能的约束性逐渐减弱。 

3.4生态保育功能影响因素分析 

2010—2018 年，自然环境因素对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功能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大于社会环境因素，平均海拔、年降水

量和年均气温的 q 值排序一直位于前列。海拔高程往往决定着植物生长所需的光照、热量和水分等方面，地势低平的人类活动

明显，对植被的破坏力强，良好的水热组合有助于树木的生长。社会环境因素对安徽省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功能的影响整体偏弱，

但随着时间的演变，A级景点的数量的 q值逐渐上升且排名逐渐靠前。近年来伴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广大农村居民在获得经济

收益的同时也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4 结论与讨论 

4.1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 61个县(市)为例，通过构建乡村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并结合熵值法和地理探测器，揭示了该省生产发展、生

活保障和生态保育功能的时空分异特下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安徽省县域乡村的 3 种功能存在显著的发展差异，各

功能值按照均值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生态保育功能、生活保障功能、生产发展功能;按照发展速度排序，从快到慢依次是生活

保障功能、生产发展功能、生态保育功能。其中，生产发展功能高值区集中分布在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生活保障功能高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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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分布安徽省的西部和南部，生活保障功能高值区集中分布在皖南丘陵山区和皖西大别山区。(2)安徽省乡村地域功能类型以

生产主导型和生活—生态并重型为主，缺乏强综合型，其他类型占比较小。其中，生产主导型的县域有 20个，约占研究区的 1/3，

生活—生态并重型的县域有 17个，约占研究区的 28%。2010—2018年，除生活主导型的地域单元数量增长较快外，其他类型的

数量变动较小。(3)整体上，自然环境因素对安徽省乡村地域各功能的影响强度大于社会环境因素，但随着时间的演变，自然环

境因素的影响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而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力在逐年上升。 

4.2讨论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县域作为研究单元，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研究只停留在宏观层面，不能精确地表征镇域或村

域尺度的多功能，未来研究应选择典型村镇为研究对象，从村域尺度评价乡村多功能。另外，乡村地域多功能具有多维度性，

本文仅选取了乡村基本的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未来应考虑乡村的其他功能，如文化、旅游、商贸服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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